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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并检验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科技人才自我实现需求的内在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以及相关中介和调节机理关系。从资源保存理论、“资源-获取-发展”理论视角，基于549份来自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工作-家庭文化作为个体繁荣的起点，以工作繁荣作为个体繁盛人生形成的纽带，研究科技人才在工作与家庭关系中的个体繁荣形成机理。结果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工作-家庭文化对科技人才个体繁荣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工作繁荣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家庭文化起调节作用。基于此，从组织关注下属的家庭需求、营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和培养员工工作主动性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促进科技人才获得可持续竞争力、科技型企业提高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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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and tes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on the self-realization needs of scientific talen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evant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and resource-enhancement-development theory, based on 549 empirical survey data from employee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taking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 and work-family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dividual prosperity, and taking work prosperity as the link formed by the prosperous life of the individual, an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ividual prosperity in the technological talents’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 and work-family cultur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 prosperity; work prosper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and work-family culture on individual prosperity; work-family culture also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 on work prosperity. Based on research results, putting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needs of subordinates, creating a family friendly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ing employees' work initiative,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competitiven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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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崭露头角，以科技支撑产业升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人才始终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歌猛进离不开背后默默付出的研发人员，企业的科技研发岗位也因薪资高昂成为炙手可热的就业目标。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企业唯有不断赋能于产品，对研发技术升级迭代，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这使得企业中的科技人才面临高于常人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由于工作特殊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路上常常顾此失彼，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在工作与家庭关系难以协调的情况下，科技人才不仅难以高效投入工作，创新产品开发升级，也很难实现个体自身的发展、达到个体繁荣的状态[1]，从而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提升组织绩效。科技人才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实现自我成长、获得可持续竞争力成为了亟待探究的议题。因此，从工作域深入剖析员工个体繁荣的形成机制，探究组织文化氛围和主管支持如何作用于员工成长，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手段促进员工实现个体繁荣就显得至关重要。Carmeli等[2]提出个体繁荣不仅包括个体工作域的兴盛发展，还包括了个体家庭域的繁荣发展。个体繁荣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人成长中情感（活力）和认知（学习）的心理体验[3]。可见，员工个体的这种繁荣并非只发生在工作领域，也包括个体在家庭领域的提高和蓬勃发展。因此，如何使工作域获得的旺盛感溢出到家庭域，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共同繁荣是本研究的重点。
“家庭支持型主管（family-supportive supervisor）”这一概念由Thomas等[4]首次提出，之后有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拓展和补充，发展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s, FSSB）”这一新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员工主管对员工履行家庭角色所提供的支持性行为[5]。由于员工有各自不同的背景情况，从而对工作和家庭的需求程度不同，弹性工作制、带薪假、孩童托管等组织提供的正式的家庭支持制度不足以维持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而FSSB等非正式的组织家庭友好行为更加灵活化和人性化，更容易帮助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6]。领导对员工的关怀能够帮助员工适应组织环境，激发员工创新活力[7]。Spreitzer等[8]认为工作繁荣（thriving at work）是指个体工作中同时在活力（vitality）和学习（learning）两个维度上体验到的一种旺盛感。学习和成长是实现可持续职业生涯的驱动力，但是循环往复的工作使得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渐减少，机械地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自己的工作，陷入虚空之中，为了解决这种虚空感，越来越多的员工也开始重视自身在一个组织中是否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和繁荣。在现代社会的高压竞争环境下，员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又同时在工作和家庭领域背负多重责任，为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使员工更好地适应社会竞争，组织是否能够为员工提供工作-家庭文化，帮助员工化解工作-家庭矛盾并履行好多重角色下的职责变得至关重要[9]。FSSB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工作-家庭理论的发展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员工感受到的组织对员工整合家庭和工作生活的支持及重视程度即工作家庭文化（work-family culture, WFC）[10]。家庭友好型工作文化通常会带来许多积极的结果，例如能够有效减少职业压力和职场焦虑、促进绩效提升[11]。处在对家庭友好的工作文化环境中，员工能在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同时感觉到被尊重，有利于促进员工展开工作相关的学习行为，进而对员工工作繁荣的产生起到积极正向作用。此外，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家庭领域的关心和照顾时，员工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从而帮助员工获得积极情绪，激发个体活力，使得员工更有可能实现繁荣[12]。Wayne等[13]提出的“资源-获取-发展”模型（resource-gain-development perspective, RGD）认为个体同时参与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且个体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努力获取发展资源创造收益和实现最佳自我的趋势，个体也会将在其中一个角色领域的收益运用到另一角色领域中，进而促进该个体在另一个角色领域的良好运作。Greenhaus等[14]的研究也证实了FSSB和WFC所带来的工作收益将进一步拓展至家庭领域，促进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都有更好的表现。可见FSSB和WFC作为工作场所对员工家庭所展现出的支持型资源，能够帮助员工有效化解工作家庭矛盾、减少冲突，促使个体在工作和家庭领域有更好的表现。
科技人才在高压下如何促进活力和成长、实现工作家庭繁荣，备受企业的关注，研究者们也对管理者提供的家庭友好氛围和繁荣的关系开展了一些探讨。但是已有相关研究多是旨在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的驱动下进行的，较少探讨并检验FSSB对员工自我实现需求（如工作繁荣和个体繁荣）的内在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而且多是单独将FSSB作为前因变量或者后果变量进行研究，对管理者与科技人才等几者间具体的中介和调节机理关系的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在资源保存理论和“资源-获取-发展”理论视角下具体探究FSSB和WFC能否促进个体繁荣，工作繁荣在其中起到何种中介作用，同时WFC又是否能够调节FSSB与工作繁荣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的机制和边界条件。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个体繁荣
[bookmark: _Hlk49851457]高新技术企业中负责科技和研发的员工通常有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强工作压力，在家庭和工作中取得平衡就变得更加困难。繁盛人生又称个体繁荣。“繁荣”这一概念最初是在医学和积极心理学领域中运用，Spreitzer等[8]首次将这一概念运用到管理学领域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个体繁荣（individual thriving）的构念。个体繁荣包括了个人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繁荣，这种繁荣是指个人同时在活力和学习两个维度的体验。Prem等[15]在研究中指出，学习是个人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并能将这些运用到工作中的能力和信心；Yadav等[16]把活力定义为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富于激情的积极状态。繁荣的个体通常处于较低的倦怠水平和较高的健康水平之中，也更容易提升个体的工作效率[17]。上司通过鼓励员工积极表达个体观点的形式支持员工的主动行为，上司的支持对促进个体繁荣有重要作用[18]。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主管的支持与个体繁荣结合起来。
家庭支持型主管提供的资源主要包括工作场所需求和工作安排的非正式调整以及有关应对公司战略的建议，使得雇员能够在满足工作需要的情况下履行其家庭责任[19]。支持员工家庭行为的领导者鼓励下属参与正式的工作-家庭政策，同时非正式地为员工提供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增强员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控制感，并给予员工处理工作家庭事务的信息和建议[20]。进一步地，FSSB使员工树立更明确的方向、得到更多机会以及拥有更充分的时间来理解如何在工作环境中更好地利用各种工作资源，这正是科技人才所需要的。当员工感受到家庭支持型领导的理解和帮助时，会更容易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有更好的工作态度和表现，愿意为组织积极承担责任，提出创造性的想法，在积极的工作中感受到学习和活力，并进一步促进工作域和家庭域的协同发展。因此，本研究认为，FSSB对帮助员工从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获得满足感均有正向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FSSB正向预测个体繁荣。
2.2  工作繁荣与个体繁荣
工作繁荣又称工作旺盛感，作为个体繁荣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中工作领域的繁荣，具有能够促进员工个体繁荣的自然动力[21]。个体繁荣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目前只有少数研究探究了工作繁荣与个体繁荣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利用“资源-获取-发展”模型（RGD）来探究工作繁荣如何作用于个体繁荣。根据RGD模型假设，人类发展的目标是增加或至少保持资源，这两个过程都需要资源投资[13]。而对于已经枯竭的资源来说，这可能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实现，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资源枯竭迹象出现的情况下，需积极地采取应对策略来防止任何进一步的资源损失，而最有可能应用的应对机制之一是消除资源枯竭的潜在原因。实现个体繁荣需要保持或创造一个可持续的职业生涯，这离不开资源的保护和增长[22]。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学习和活力能够成为可持续职业生涯所需的资源，进而促进个体繁荣。
依据RGD模型，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各种关键资源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获得期望的结果或达到预期的状态[13]，换而言之，实现个体繁荣需要同时整合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资源。Grandey等[23]提出的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人拥有内在的动力去保存已有的资源并获取新的资源。内在动力是学习和成长的关键因素，当科技人才拥有工作繁荣时，能带来更广阔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并把这种旺盛感延续到家庭领域，努力获取工作成果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保存和工作带来的繁荣[24]。具体来说，工作繁荣和随后获得的个人和周边资源使个体在情感和智力上更有能力适应多种生活压力，促进个体繁盛人生的实现。因此，本研究认为个体繁荣可以通过工作繁荣来增强，因为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协同组合已在Li等[25]的研究中被证明是倍增而不是耗尽个人的精力。
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2：工作繁荣正向预测个体繁荣。
2.3  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
[bookmark: _Hlk44024034]Kossek等[26]强调，工作-家庭关系的视角中家庭域应该被广泛定义，它不仅指核心家庭，而是包含了员工所有的非工作和个人角色。对于家庭与工作界面的研究，Crain等[27]提出了一种增益的溢出-交叉模型，以捕捉个体在一个领域感受到的积极体验如何溢出到另一个领域。在工作中获得的资源，或在家庭、社区等其他领域获得的资源，可以在不同领域之间来回转移，用于提升个体系统整合资源的能力，改善整体生活质量。领导者对员工家庭的支持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使得个体在工作中更有活力并积极地创造价值，最终将这种活力带入家庭领域[28]。FSSB有助于科技人才开发和保留个体的情感、智力和身体资源，这可以直接增加他们在工作和家庭领域相关任务和活动中的个人参与[29]。员工决定向上司寻求帮助以解决工作和家庭问题的前提是，他们需要对这一决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感到放心，因为向他人寻求帮助会带来一些风险，尤其是员工可能会被认为对工作不够投入。FSSB向员工发出信号，表明管理者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并有善意帮助员工处理与工作-家庭有关的问题，进一步帮助员工实现家庭域的繁荣[30]。RGD理论关注这些能在工作和非工作领域中促进个体发展、优化整合资源的个人及组织因素，FSSB的支持给员工传递了一种积极信号，使得个体更容易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和学习的状态中，促进员工工作域和家庭域的共同繁荣，从而实现个体繁荣。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FSSB通过工作繁荣对个体繁荣起正向影响。
Watanabe等[31]认为由于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中，如果二者之间的价值观不一致将对员工工作产生负面作用。具体地说，管理者仅仅提供家庭支持不足以解决员工的担忧、帮助员工获得旺盛感，除非这些支持还伴随着组织规范和价值观的改变，即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适当互动。这些互动包括组织对雇员家庭责任的敏感性、期望雇员将工作置于家庭之上的组织时间规范、家庭支持以及开发工作-家庭福利[32]。支持家庭的组织文化以内部为导向，更注重满足员工家庭领域需求的灵活性，有助于减少基于时间和基于应变的干扰。由此可见，工作-家庭文化不仅避免了时间、员工心理能量和自尊的消耗，还有效防止了资源的消耗。资源保存理论为理解工作-家庭文化提供理论指导，认为个体有获取和维持资源的动机，应用到工作家庭领域中，将支持家庭的工作环境视为个人处理工作和非工作角色平衡的一种应对资源[23]。本研究认为在支持和重视员工工作与家庭生活的组织文化环境中，员工在工作中获得的积极体验将正面影响其作为家庭角色的表现，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个体繁荣。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工作-家庭文化通过工作繁荣对个体繁荣起正向影响。
2.4  工作-家庭文化的调节作用
员工感知到的企业对家庭友好的组织文化氛围能够影响员工工作绩效，改善和提升领导支持员工履行其家庭职责的效果，继而影响员工之后在工作中的学习和成长。Rofcanin等[33]的研究表明，在家庭支持型的企业文化中，FSSB更能帮助员工减少工作与家庭间的矛盾，提升员工绩效。组织所提倡和提供的FSSB能否促进员工工作繁荣，还受到员工所感知到的其所在组织对家庭支持程度的影响[34]。Thompson等[10]也在研究中验证了员工是否愿意接受FSSB受到员工对于工作-家庭文化的感知的影响，工作-家庭文化对促进工作繁荣、加强组织承诺以及降低员工职业顾虑都具有显著作用。
当员工不能感知到组织与家庭友好的文化氛围时，员工出于顾虑，认为组织不是真诚地希望其能够使用这些家庭支持型行为去更好地履行家庭职责，担心执行这些“家庭友好计划”将会对其工作发展和今后的晋升造成负面影响，因而惮于执行组织提供的工作与生活计划；相反，员工感受到积极的工作家庭文化时，会产生较高的组织承诺，降低工作压力和紧张程度，进而更容易接受组织提供的友好行为。由此可见，员工是否愿意接受组织的帮扶行为还受到工作-家庭文化的影响，员工感知到的WFC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接纳FSSB从而促进工作繁荣。个体-情境交互理论认为人与情境构成了一个整合、复杂、动态的系统，个体是一个有目的且积极的部分，家庭友好的组织文化氛围为员工的工作旺盛感的提高营造了良好的情境。FSSB为组织营造良好的工作家庭文化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帮助，能够显著作用于员工的工作旺盛感，同时感受到高工作-家庭文化的个体更易于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工作旺盛感。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工作-家庭文化在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相比低水平的工作-家庭文化，当个体拥有高水平的工作-家庭文化时，FSSB与工作繁荣的正向关系增强。
综上，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_GoBack]
【图内“工作家庭”改为“工作-家庭”】


图1  研究的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
[bookmark: _Hlk91967358]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收集，样本对象来源于深圳、苏州、杭州和上海4个城市26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员工，企业所属领域涉及互联网、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调查采用线上线下共同发放问卷的形式，首先联系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说明调研目的，得到企业的配合后发放问卷。
为了避免同源方差，分两个阶段纵向收集数据，时间间隔为6个月。第一阶段（T1）收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个体繁荣量表，第二阶段（T2）收集工作家庭文化和工作繁荣量表。问卷采取现场发放的形式，在T1时间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了743份，回收率为93%；6个月后的T2时间，向接受过第一次测试的员工发放问卷，回收了587份，回收率为79%，剔除漏答和重复勾选同一选项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共549份。在有效问卷中，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如下：男性职员有216人，占总人数的39.3%，女性职员有333人，占总人数的60.7%；25岁及以下的有81人，占总人数的14.8%，≥26～35岁的有186人，占总人数的33.9%，≥35～45岁的有167人，占总人数30.4%，45岁及以上的有115人，占总人数20.9%；本科学历的有283人，占比为51.5%，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137人，占比为25.0%，其他学历有129人，占比为23.5%；工作年限在5年及以下的有136人，占总人数的24.8%，≥6～15年的有207人，占总人数的37.7%，≥16～25年的有138人，占总人数的25.1%，25年及以上的有68人，占总人数的12.4%；402人已婚，占总人数的73.2%；408人有子女，占总人数的74.3%。
3.2  测量工具
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效度，采用国外成熟问卷，经由领域内专家翻译为中文量表，确保语义的一致性。问卷应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1）FSSB。采用Hammer等[35]使用的FSSB量表，共4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的主管愿意倾听我周旋于工作与生活之间的问题”。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值（以下简称“α值”）为0.927。
（2）WFC。采用Kreiner[36]使用的工作-家庭文化量表，共4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们单位允许员工回家后不再关注工作”。量表的α值为0.872。
（3）工作繁荣。采用Spreitzer等[8]使用的工作繁荣量表，共10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看到自己不断提高”。量表的α值为0.874。
（4）个体繁荣，又称“繁盛人生”。采用Su等[37]使用的繁盛人生量表（brief  inventory  of  thriving,  BIT），共10个题项，代表题项如“我的生活有清晰的目标”。量表的α值为0.930。
（5）控制变量。参考大量研究工作-家庭界面的文献后，选取受访人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年限、婚龄和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信效度检验
所有量表的α值均大于0.7；FSSB量表CR组成信度（以下简称“CR值”）为0.928，工作繁荣量表的CR值为0.873，WFC量表的CR值为0.874，个体繁荣量表的CR值为0.932。表明各量表的信度水平良好。
依据根据Fornell等[38]的建议，采用平均变异萃取量（AVE）评价收敛效度，结果如表1所示，4个研究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5，测量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各变量AVE的平方根，说明4个研究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良好。
表1 变量的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CR
	AVE
	
	FSSB
	工作繁荣
	WFC
	个体繁荣

	FSSB
	0.928
	0.764
	
	0.874
	　
	　
	　

	工作繁荣
	0.873
	0.538
	
	0.372
	0.733
	　
	　

	WFC
	0.874
	0.636
	
	0.694
	0.280
	0.797
	　

	个体繁荣
	0.932
	0.582
	
	0.527
	0.641
	0.406
	0.763


注：1）粗体字为AVE的平方根值；2）区别效度结果中下左三角内为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对FSSB、WFC、工作繁荣和个体繁荣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单因子模型为“FSSB+WFC+工作繁荣+个体繁荣”；二因子模型为“FSSB+WFC+工作繁荣，个体繁荣”；三因子模型为“FSSB，WFC+工作繁荣，个体繁”；四因子模型为“FSSB，WFC，工作繁荣，个体繁荣”。可见四因子结构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表明4个因子是独立的构念且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支持。为验证同源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一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经旋转前的所有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析出4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了25.413%的方差变异，远低于以往研究建议的40%临界值，表明变量的同源方差偏差问题不严重。

表2  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IFI
	TLI
	RMSEA

	单因子模型
	3 890.362
	230
	16.915
	0.585
	0.586
	0.544
	0.170

	二因子模型
	2 831.342
	251
	11.280
	0.727
	0.727
	0.700
	0.137

	三因子模型
	2 382.473
	249
	9.568
	0.774
	0.775
	0.750
	0.125

	四因子模型
	1 150.842
	246
	4.678
	0.904
	0.904
	0.893
	0.082


注：N=549个。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表3展示了变量的相关分析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FSSB与WFC、工作繁荣和个体繁荣均为显著正相关；WFC与工作繁荣、个体繁荣均为显著正相关；工作繁荣与个体繁荣显著正相关。表明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具有良好的区分性，不存在比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性别
	1.607
	0.489
	1.000
	
	
	
	
	
	
	
	
	

	2.年龄
	3.689
	1.851
	0.026
	1.000
	
	
	
	
	
	
	
	

	3.文化程度
	2.046
	1.244
	0.090*
	0.088*
	1.000
	
	
	
	
	
	
	

	4.工作年限
	3.087
	1.822
	−0.064
	0.880**
	0.000
	1.000
	
	
	
	
	
	

	5.婚龄
	0.732
	0.443
	0.018
	0.650**
	0.065
	0.551**
	1.000
	
	
	
	
	

	6.子女数量
	0.743
	0.437
	0.013
	0.625**
	0.055
	0.532**
	0.972**
	1.000
	
	
	
	

	7.FSSB
	3.206
	0.877
	0.059
	0.157**
	0.053
	0.105*
	0.095*
	0.089*
	1.000
	
	
	

	8.WFC
	3.055
	0.913
	−0.024
	0.102*
	0.019
	0.059
	0.113**
	0.098*
	0.694**
	1.000
	
	

	9.工作繁荣
	3.758
	0.638
	0.130**
	0.017
	0.019
	0.041
	0.020
	0.015
	0.372**
	0.280**
	1.000
	

	10.个体繁荣
	3.671
	0.630
	0.105*
	0.033
	0.045
	0.018
	0.024
	0.019
	0.527**
	0.406**
	0.641**
	1.000


注： *、**分别表示在双尾检验中P <0.05、P <0.01。下同。

4.4  中介作用检验
[bookmark: _Hlk95596910][bookmark: _Hlk95596800][bookmark: _Hlk95596958]根据Baron等[39]提出的方法，检验FSSB、工作繁荣、个体繁荣和WFC之间的中介作用关系。此外，在控制工作繁荣后，若FSSB对个体繁荣以及WFC对个体繁荣的影响消失，则工作繁荣起完全中介作用；若影响减弱但依旧显著，则起部分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模型1引入性别、年龄、学历等控制变量，工作繁荣作为因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FSSB；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WFC；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WFC以及FSSB与WFC的交互项；模型5引入年龄、学历等控制变量，个体繁荣为因变量；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FSSB；模型7在模型6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工作繁荣；模型8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工作繁荣；模型9在模型5的基础上加入WFC；模型10在模型9的基础上加入工作繁荣，以WFC为自变量、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将个体繁荣作为因变量。
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看出，FSSB与个体繁荣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支持了H1。模型8结果显示，工作繁荣与个体繁荣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支持了H2。模型2结果表明FSSB与工作繁荣显著正相关；模型7的结果表明中介变量工作繁荣进入模型后对个体繁荣有正向影响，此时FSSB与个体繁荣的正相关关系相比模型6的结果有所减弱，表明工作繁荣在FSSB与个体繁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支持。从模型9和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出，WFC与个体繁荣、工作繁荣均为显著正相关；由模型10的结果可知，当中介变量工作繁荣进入模型时，它对个体繁荣有正向影响，此时WFC与个体繁荣的正相关关系相比模型9的结果减弱，因此，工作繁荣在WFC与个体繁荣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得到支持。

表4  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工作繁荣                                
	
	  个体繁荣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性别
	0.127
	0.108
	0.123
	0.107
	
	0.106
	0.080
	0.024
	0.025
	0.101
	0.030

	年龄
	0.011
	0.107
	0.037
	0.111
	
	0.124
	0.042
	0.013
	0.117
	0.054
	0.075

	学历
	0.035
	0.003
	0.023
	0.006
	
	0.059
	0.015
	0.013
	0.037
	0.042
	0.029

	工作年限
	0.071
	0.011
	0.033
	0.017
	
	0.040
	0.044
	0.049
	0.005
	0.015
	0.034

	婚龄
	0.125
	0.118
	0.052
	0.086
	
	0.173
	0.183
	0.244
	0.254
	0.281
	0.311

	小孩
	0.076
	0.062
	0.023
	0.033
	
	0.095
	0.115
	0.147
	0.144
	0.174
	0.187

	FSSB
	　
	0.377***
	　
	0.359***
	
	　
	0.531*** 
	0.335*** 
	　
	　
	 

	工作繁荣
	　
	　
	　
	　
	
	　
	　
	0.518*** 
	0.642*** 
	　
	0.573*** 

	调节变量
	　
	　
	　
	　
	
	　
	　
	　
	　
	　
	　

	WFC
	　
	　
	0.279***
	0.050
	
	　
	　
	　
	　
	0.411*** 
	0.251*** 

	FSSB×WFC
	　
	　
	　
	0.097*
	
	　
	　
	　
	　
	　
	　

	Adjusted R2
	0.010
	0.147
	0.085
	0.154
	
	0.009
	0.281
	0.509
	0.416
	0.174
	0.473

	△R2
	0.021
	0.137
	0.076
	0.009
	
	0.020
	0.271
	0.226
	0.404
	0.165
	0.296

	F
	1.949
	14.517***
	8.314***
	12.080***
	
	1.804
	31.601***
	72.708***
	56.812***
	17.498***
	62.451***


注： ***表示在双尾检验中P <0.001。下同。

4.5  调节效应检验
[bookmark: _Hlk44023997]表4中模型4的结果表明，FSSB与WFC的交互项与工作繁荣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鉴于模型2的结果已经验证了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显著正相关，因此H5得到验证。根据Preacher等[40]的建议，采用简单斜率分析法对调节效应作进一步分析。在工作-家庭文化平均分的基础上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到被试的高工作-家庭文化组、低工作-家庭文化组和中等工作-家庭文化组（介于上述两组之间的被试）。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程度的工作-家庭文化下FSSB对工作繁荣影响的差异进行了形象刻画（见图2）。
【图内“工作家庭”已改为“工作-家庭”】

	图2  WFC对FSSB与工作繁荣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1）FSSB能够直接作用于个体繁荣，但是也会通过工作繁荣对其产生影响。FSSB一方面有助于员工更好地扮演家庭角色，另一方面也会使员工在工作域的积极情绪渗透到家庭域当中，进而有助于帮助员工实现个体繁荣。这一发现与如徐世勇等[41]其他学者强调主管支持对员工成长影响的研究相呼应。
[bookmark: _Hlk40046872]（2）工作-家庭文化能够通过工作繁荣促进个体繁荣实现，进一步说明增强效应可以跨越工作域和家庭域，工作域获得的活力和成长可以延续到家庭域。在追求高组织绩效背景下，工作-家庭文化有助于促进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取得共识，带动组织与个体的共同成长。
（3）FSSB对工作繁荣的影响受到工作家庭文化的调节，在高工作-家庭文化的环境中，FSSB对工作繁荣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无论是有形的工具和信息支持还是无形的情感支持等，都有助于削减员工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增进工作繁荣，进而实现个体的繁盛人生。当员工感知到的工作-家庭文化越友好，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于工作繁荣的影响越强，因此拥有来自组织的强工作-家庭文化的支持时，员工可以更加善用FSSB等组织的家庭支持型资源，提升工作域的表现，在促进工作繁荣的同时进一步带动家庭域的繁荣。

5.2  管理实践启示
[bookmark: _Hlk91932887]（1）重视组织中领导的家庭支持行为，关注下属的家庭需求。随着双职工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工作家庭冲突频发，追求个体繁盛人生的实现成为主流，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均应为适应这种变化制定有利于家庭的福利政策。从政府层面出发，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保障员工权益，制定和完善公共家庭政策，通过财政拨款、税收减免、宣传指导以及树立模范企业等途径鼓励和支持企业提供家庭友好福利。从企业出发，组织应挑选和任用共情能力强、愿意提供家庭支持的领导者，不仅有助于留住科技人才，也可以提高团队士气，帮助员工获得旺盛感；从领导出发，高新技术企业中领导者应当为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处理工作家庭事务的建议等支持，帮助员工减少工作对家庭责任的干扰，通过关注下属的福祉和发展等方式建立高支持度的工作环境，鼓励科技人才承担适当的风险、探索新的做事方式，并提供适当的指导及帮助。
[bookmark: _Hlk92040379]（2）培养员工工作主动性，提升工作繁荣。科技人才面临技术更新的压力，想要跟上技术的进步、获得事业的成功，需要学会用开放、求知若渴的心态去学习。高新技术企业追求高绩效，希望员工有更多产出，就要引导员工主动学习、提升活力。组织提供灵活的工作家庭安排，实际上节约了成本和资源，而且对于员工在工作和家庭领域内获得繁荣有重要意义。不用担心家庭的问题得不到组织和领导支持，员工就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中，也将获得越多工作锻炼机会，员工将在活力和学习两个维度始终保持一种正向而旺盛的心理体验，从而减少工作障碍、提升个体绩效。例如，管理者给予科技人才充分信任，充分尊重员工的价值，听取下属意见，鼓励员工提出创造性的想法；上级多主动关心下级员工，企业建立建言和心理疏导机制，完善奖励激励体系，对取得工作进步和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进行及时足额的物质与精神奖励，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当员工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庭时给予理解，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家庭支持的行为，以实现个体在家庭和工作领域内的一致繁荣。员工受到领导的激励更容易产生主动行为，反过来员工这些主动工作的行为又能够帮助员工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实现自身的长足发展。
（3）组织应尽力营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打消员工职业顾虑。科技人才在获得过人成就的同时又想要和谐美满的家庭，需投入精力平衡工作和家庭，但是每个个体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中履行责任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且稀缺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因此，科技人才对自我的追求与对家庭的承担达到平衡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和组织的支持。管理者和更广泛的组织环境之间的价值观与信念的一致性使员工能够充分利用上级提供的支持[42]。这种一致性向员工传达了组织所看重的具体方面，从而放大和加强了工作-家庭文化对员工个体繁荣的影响。首先，高新技术企业应加强对员工家庭的支持和帮扶，树立家庭友好的企业氛围，给员工一种积极的暗示，帮助员工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其次，考虑到不同员工的家庭需求，建立健全企业的家庭帮助制度，形成积极的工作-家庭文化氛围，帮助员工更好地履行其家庭职责，员工接受到来自组织的家庭支持，也会产生更高的组织情感承诺，从而更好地投入工作；最后，员工在承担工作、家庭责任以及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中难免会产生压力和疲惫感，领导者可以通过经常性地与员工进行沟通交流，询问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难处，定期安排缓解压力的辅导和培训课等，更好地帮助员工管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5.3  局限与未来展望
一是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深圳、苏州、杭州和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地域局限性，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覆盖范围，尽量覆盖多地区的企业，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正确性或对研究结果加以修正。二是本研究仅分析工作-家庭文化和领导的家庭支持方面对员工个人成长的影响，而同事的支持行为等也能够影响员工个人的工作绩效及其在工作中的成长，后续研究可对同事支持行为等与工作繁荣和个体繁荣的关系及影响机制进行探究。三是目前的研究只关注到繁荣的积极作用，然而繁荣作为个体感受到的积极的心理体验并不是客观的，反而可能会导致个体盲目自信，无法带来实际的高效产出，未来可以对繁荣的消极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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